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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以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视角分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立足于大湾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我国“十四五”规划所倡导的推动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在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业融合和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相比于港澳两地和中心城市，对珠三角地区和外围城市的两业融合的影响更大；扩大市场需求从而引发质量变革是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主要路径，起着提升两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从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建立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进程等方面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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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wo industries", the panel data of 11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1 to 2020 were selected and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wo industries"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he study found as follows: (1)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wo industrie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heterogeneity test and robustness test; (2) The effects produced are regionally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that of Hong Kong, Macao and central cities,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peripheral cities are more affec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3) Expanding market demand which can cause quality change is the main path to dri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and plays a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 of the "two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ed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ndustries" by implementing dynamic and differentiate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stablishing a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power and quality change proces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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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和水平居全国前列，拥有世界上较为齐全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规模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释放出巨大需求潜力，为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技术进步创造了市场动力。从区位优势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现阶段仍存在数字技术创新滞后、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不足等问题，与日本的东京湾区以及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些问题短期内会阻碍资源要素在大湾区内部的合理流动配置，长期来看则会拖累大湾区创新效率的提升，制约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传统信息技术条件下，两业很难深度融合发展。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资产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数字技术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平台化变革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空间基础，数据驱动制造和服务的无限组合形式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动力基础，有助于充分释放智能制造业与数字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于打造数字、智能、信息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数字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两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数字经济优势以提升两业发展水平。那么，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大湾区两业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驱动大湾区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有哪些? 数字经济通过何种路径驱动大湾区两业深度融合？这些都是目前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厘清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一些文献从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两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缺乏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的视角分析两业融合效应的研究。为此，本研究立足于大湾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我国“十四五”规划所倡导的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在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数字经济驱动大湾区两业融合的效应，为大湾区加快两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新的战略视角与政策参考依据。
2 文献综述
2.1关于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较为成熟，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如何改变服务的功能，以及如何通过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数据与服务业的融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数字化系统正在改变传统服务的功能[1]。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提供复杂和新颖的服务来进一步推进服务化[2]，以分布式和开放的组织创新模式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融合[3]，让数字创新产品和服务能够快速迭代，从而减少一些特定的经济成本[4]，并促进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5]。数据资本可以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以开拓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6]，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7]。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会增强或完全改变服务末端的功能，使得服务的结构和流程得到重塑[8]，从而为企业提供新颖高效的商业模式、智能服务与管理解决方案，改善公司的运营和绩效，以获得竞争的先发优势[9]。
而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才刚起步，关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的文献较多，例如荆文君等[10]、赵涛等[11]、任保平等[12]的研究中均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的内在联系，而关于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研究很少。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数据赋能、数字技术赋能和网络载体赋能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并引导制造业与互联网、研发端、服务业、新技术深度融合，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强劲的动能[13]。数据作为关键要素，促使厂商其他投入要素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正向的空间促进作用[14]。数字技术应用催生了个性化服务叠加的新型化、智能化产业制造模式，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15]。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会改变产品传统生产范式和提升产业经济效率，加快产业数字化集聚的速度[16]。
2.2 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
关于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主要有3个研究视角。一是从先进制造业支撑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的角度研究两业融合机制。制造业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应用到产品研发、生产及营销等过程，以多元化消费需求创造出新型的价值链分工，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对发展成有竞争力的服务经济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17]，而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装备制造、产品研发和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中会创造新的价值[18]；产业协同发展将进一步促进新兴产业创新集群，加快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19]。夏杰长等[20]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制造业服务化率逐步提升，创造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二是从现代服务业助推先进制造业升级的角度研究两业融合机制。缺少现代服务业的制造业无法形成竞争，主要在于服务业的扩张有利于制造业降本增效[21]；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22]，同时现代服务要素的投入将促进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23]。李蕾等[24]指出，具有知识密集性和创新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元素投入到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会极大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三是从价值链或产业链的角度研究两业融合机制。产业融合过程包括价值链分解与价值链重构两个阶段[25]，而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26]。杨玲[27]提出为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金融业应合理地从国外引入制造业产业链，而国内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要加快融入制造业产业链。
2.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目前，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方面，且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如李晓峰[2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融合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是加快推进粤港澳协同发展进程的关键；刘胜[29]在深入分析大湾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和举措。还有其他少数学者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的机制，如彭芳梅[30]指出产业融合能够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城市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效应，而技术创新将会带来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层次融合，进而推动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钟韵等[31]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有溢出效应，提出由于珠三角制造业与港澳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存在壁垒，导致港澳与珠三角制造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不及珠三角区域内产业间经济关联度，为了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应推进区域一体化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以上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作用，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多数研究对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机理的探讨较为零散，以定性判断为主；（2）在两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方面，少有文献从数字经济的视角展开研究；（3）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关注甚少，且多是定性阐述大湾区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缺少定量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大湾区的面板数据，从多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两业融合的多维度影响，识别和验证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主要路径。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直接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两业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以单一模式进行生产，难以适应目前消费者对质量和服务多样化的需求，急需新的发展动能。数字经济能够加快技术融合现象的产生，技术融合又导致不同产业之间技术性进入壁垒逐渐消失，使不同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边界趋于模糊，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的条件，最终引致产业融合。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应用催生出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在不同产业之间扩散引发的溢出效应，在增强城市内及城市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时，实现了各要素流动的便捷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各产业和行业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了两业深度融合[32]。
数字经济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具体表现在企业生产方式转型、用户生活方式转变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生产方式来看，数字经济以持续完善与丰富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设备，帮助制造业优化生产经营流程、减少各种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组织运行效率，从而实现生产全流程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平台缩短供需端沟通半径，赋能企业获取客户信息的能力，厂商能及时根据市场进行调整，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建立低耗、高效的运营模式。另一方面，从生活方式来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推动电子合同、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数字应用，为线上办公的工作方式提供了可能，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在数字金融技术支持下，市场需求端日益虚拟化，人们更容易随时随地购买商品，消费过程中的便利性大大提高，促进“制造+服务”趋势的发展。
3.2数字经济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间接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促进两业融合，而且还能通过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及质量变革来影响两业深度融合发展。
第一，效率变革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产业效率来提高利润水平，从而以效率变革促进两业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首先，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有利于制造业扩大生产规模，优化生产要素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数字技术的加持能够增强不同产品之间的关联性，获得范围经济的好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极大提升盈利水平。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对港澳专业服务业与珠三角制造业中的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进而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与产业间的协调程度，实现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最后，数字经济网络平台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将商品生产商、应用开发者、用户等资源进行整合，快速完成产业链上下游多方资源的汇聚和协同，有利于优化大湾区产业布局与促进微观主体的创新，从而提升两业融合的效率和盈利能力。
第二，动力变革方面。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为数字经济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创造了动力变革的基础。首先，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促进创新要素加速转化为新的价值、新的需求，实现创新链的提升。大湾区拥有集中的科技创新资源，加上新兴产业较为活跃，其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数字化转型起到重要的赋能作用，不断创新的数字化技术创造了新的动力。其次，数字经济将会加快珠三角地区实力雄厚的制造业与港澳两地的专业化服务互补性融合，提高大湾区产业链覆盖率和快速反应能力，为新一代数字技术与产业链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使得供应链网络体系能够快速高效地解决商品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供需矛盾，提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度。
第三，质量变革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满足客户需求和催生新产品与新业态，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创造出更大的市场需求来实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高技术性、高协同等典型的特征，改变了传统供应链模式，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边界，以更精准地匹配和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畅通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闭环，完成定制化制造并匹配生产性服务功能以提升产品吸引力，进而提升生产中的商品质量、提高优质产品的占比，达到市场供需平衡、满足消费市场多元化的目的[33]。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了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同时催生出智能制造、服务制造、工业互联网等一系列融合型的新产业形态，加速了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发展，新的市场空间被不断扩大，对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也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拉动先进制造业创新升级，降低两业融合壁垒。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H2：数字经济通过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4  实证设计与变量说明
4.1 模型构建
根据数字经济对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理，考虑到多个变量会对两业融合产生影响，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式（1）中：为两业融合水平；表示数字经济；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是常数项；是系数；是随机扰动项；ｉ和ｔ分别表示样本个体和时期。
通过Hausman检验的chi2值是否显著来判定进一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下文已述，相关内容置于下文更合适，此处无须赘述】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可能是数字经济驱动两业融合的3条路径，为检验数字经济是否通过这3条路径促进两业深度融合，从而识别数字经济作为核心动力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基本路径，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2）
式（2）中：代表中介变量，即质量变革的代理变量；()表示两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与质量变革的函数，用于衡量数字经济与质量变革对两业融合的作用；()表示质量变革是数字经济的函数，用于反映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对式（2）两边求导，可得：
         （3）
进而可得：
         （4）
            （5）
式（3）～（5）中：系数是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的直接效应；代表质量变革在加入数字经济后对两业融合的效应；为数字技术创新对质量变革的效应；为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质量变革促进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若系数均显著为正，则表明间接效应存在，并会结合Sobel方法来做进一步的检验。
同理，将中介变量s分别换成profit、patent两个变量，利用式（2）重复以上步骤，就可得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促进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如果在式（5）中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就无需进一步利用式（4）讨论此变量下的间接效应。
4.2  变量说明
4.2.1 被解释变量
现代服务业涵盖范围较广，按照学界普遍的做法，用生产性服务业代表现代服务业。参考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修订说明，并对《2017年广东省投入产出表（42部门）》中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中间需求率的计算，把珠三角9个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界定为：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由于香港和澳门统计指标的命名及行业丰富度与内地有所出入，在借鉴《香港标准行业分类2.0版》和《澳门行业分类第一修订版》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将香港现代服务业界定为：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及保险业，资讯及通信业；将澳门现代服务业界定为：运输、仓储及通信业，批发及零售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金融业。   
先进制造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代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根据《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中的产业发展重点方向，把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作为珠三角九市的先进制造业，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9）》的标准，挑选187个细分行业进行统计。由于香港和澳门主要发展服务业，它们在制造业统计方面的丰富度与内地有所出入，参考夏伦[34]的统计方式，香港和澳门均用制造业进行统计。
目前绝大多数文献仅选取少量指标衡量两业融合水平，本研究认为，两业融合需要从多个方面测度。基于国家出台两业融合的相关文件，并借鉴张幸等[35]学者的做法，遵循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得性原则，从规模、增长、结构3个维度来综合评价两业融合水平（见表1）。
表1  两业融合维度评价指标
	维度
	行业
	指标属性

	
	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
	

	规模
	增加值/亿元
	增加值/亿元
	+

	
	从业人数/万人
	从业人数/万人
	+

	增长
	增加值增长率
	增加值增长率
	+

	
	从业人数增长率
	从业人数增长率
	+

	结构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

	
	现代服务业从业人数/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从业人数/第二产业从业人数
	+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两业融合的测度方法并没有一套标准的体系，大多数均采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度。因此，借鉴唐晓华等[36]的做法，本文最终选择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两业融合水平【前文不是已经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吗？此处为何又要用协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关系交代不清】。
第一步，基于指标体系构建矩阵，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赋予权重。
【X在上文已经代表了数字经济，同篇文章中的同个符号只能代表一种含义，请修改】
                                                         （6）
式（6）中：i表示评价地区的个数【i在上文已经代表了样本个体】；j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
计算第j项指标的值（）。
              （7）
式（7）中：；代表第j个指标第i年【i在上文表示了样本个体】利用最大最小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所得到的结果，以便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m代表测度年限。
第j个指标的权重（）的表达形式如下：
，                  （8）               
通过多重线性函数加权计算得到现代服务业的综合评价函数、先进制造业的综合评价函数。
                                        （9）                      
                                      （10）
第二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两业耦合度C为：
                                                  （11）                   
最终两业融合度D为： 【上文中的Y与此处的D有何区别？！变量符号要唯一，且关系要交代清楚】
                                                          （12）                        
式（12）中，T为发展协调综合指数。【发展协调综合指数与两业融合水平的关系要交代】
                          （13）
式（13）中：；（0为模型参数，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及两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取【和在上文已经分别代表常数项和系数！】，表明两业同等重要。
4.2.2 解释变量
根据2016年《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的阐述，数字经济源于传统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是对互联网经济的继承和创新，是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并催生出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的过程，其业务从最初的电话线拨号接入向后来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光纤宽带入户技术等更大范围进行拓展，使得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数字基础支撑。鉴于此，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划分方式，同时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借鉴黄群慧等[37]、刘国武等[38]的研究，最终将互联网发展作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核心衡量依据，并将其分解成互联网相关产业产出、互联网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互联网普及情况、移动电话普及情况4个维度（见表2）。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水平不仅与具体指标有关，也与各指标所占权重相关。与主观赋权法相比，聚类分析法、熵值法等这类客观赋权法主要依赖指标的原始信息来赋权，能够避免赋权时误差的出现。经过综合考量后，选择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通过式（6）～ （9）计算得出大湾区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表2  大湾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计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互联网相关产业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元/人）
	+

	
	互联网相关产业从业人员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互联网普及情况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户/百人）
	+

	
	移动电话普及情况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户/百人）
	+


4.2.3 控制变量
借鉴郭朝先[39]的做法，在模型【指代不明】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以提高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发展回归结果的准确度，最终选择以下4个关键的控制变量：（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 agdp），以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两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能够影响两业深度融合的水平。（2）政府干预程度（ln gov），选取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来衡量。政府干预的规模和结构会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影响两业融合的水平。（3）固定资产投资情况（ln fiv)，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方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固定投资比例的变化会影响两业的融合水平。（4）外商投资水平（ln fdi），使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地方生产总值来衡量。外资引发的资本集聚和技术溢出可能会推动两业融合。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除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取对数外，其余变量均乘以100再取对数。
4.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城市层面数字经济的最早数据出自2011年，因此基于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均衡面板观测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其两业融合产生的效应。研究涉及的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报告，未公布的年份用平行趋势进行预测，部分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个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两业融合水平
	110
	0.45
	0.46
	0.08
	0.24
	0.64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110
	0.40
	0.39
	0.20
	0.03
	0.99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110
	11.59
	11.54
	0.64
	10.36
	12.97

	
	政府干预程度
	110
	2.55
	2.54
	0.35
	1.83
	3.90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10
	3.55
	3.54
	0.48
	2.52
	4.48

	
	外商投资情况
	110
	1.06
	0.80
	1.04
	-1.37
	4.03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直接效应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chi2值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不显著，即接受原假设，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并利用式（1）进行回归。如表4所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两业融合发展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H1。其中，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的显著性和系数大小均有提高，说明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从控制变量来看，外商投资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于大湾区而言，外资引发的资本集聚和技术溢出确实会正向推动两业融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对大湾区两业融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明显；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支出可能未用在服务业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上，致使对两业融合出现不显著的抑制作用。
5.2 异质性分析
不同城市受到自然地理位置、产业发展定位等差异的影响，会造成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的作用存在差别，基于此，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的异质性作用。从地理位置角度，分别对珠三角、港澳、中心城市、外围城市进行讨论。其中，广州、深圳、香港、澳门4个城市是大湾区内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同时具有良好的资源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可以视作中心城市；其余7个城市则归为外围城市。如表4所示，数字经济对珠三角地区两业融合系数为正显著，对港澳两地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珠三角九市的两业融合程度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与大湾区整体相比，数字经济对珠三角的影响作用更大，原因可能是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门类齐全，各城市间产业互动活跃，再加上广州和深圳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在产业和行业中的应用水平，能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而港澳地区由于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其在利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存在不足。数字经济对大湾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两业融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外围城市的影响程度比中心城市更大，可能是由于珠海、佛山、东莞等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形成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带动了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上中心城市的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向周围城市流动，使得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联系更为紧密。
表4  数字经济对粤港澳大湾区两业融合的直接效应
	变量
	两业融合水平

	
	大湾区整体
	珠三角
	港澳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未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X
	0.065*
(1.85)
		0.106**

	(2.29)



		0.123*

	(1.71)



		0.092

	(1.36)



		0.094**

	(2.05)



		0.231**

	(2.29)




	ln agdp
	
		0.003

	(0.08)



		0.039

	(0.77)



		−0.074

	(−0.55)



		−0.016

	(−0.52)



		−0.030

	(−0.84)




	ln gov
	
		−0.028

	(−0.63)



		−0.051

	(−0.81)



		0.017

	(0.22)



		−0.008

	(−0.21)



		−0.162**

	(−2.12)




	ln fiv
	
		0.020

	(0.53)



		0.033

	(0.66)



		−0.010

	(−0.10)



		−0.007

	(−0.16)



		0.080

	(1.50)




	ln fdi
	
		0.023*

	(1.85)



		0.040**

	(2.34)



		−0.003

	(−0.08)



		0.009

	(0.89)



		0.046**

	(2.37)




	_Cons
	0.422***
(22.65)
		0.349

	(0.83)



		−0.066

	(−0.11)



		1.333

	(0.73)



		0.634

	(1.56)



		0.750*

	(1.66)




	Hausman检验的chi2值
	2.85
	5.94
	6.13
	0.61
	0.88
	2.03

	Obs/个
	110
	110
	90
	20
	40
	60

	城市数量/个
	11
	11
	9
	2
	4
	7


注：1）括号内的值为z统计量的稳健标准误值；2）***为P<0.01，**为P<0.05，*为P<0.1。下同。 
5.3 间接效应检验
利用式（2）～（5）进一步对数字经济的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借鉴周明生等[40]的方法，并考虑到大湾区实际发展情况、数据的合理性与可得性，选取相关变量如下：
（1） 效率变革。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整体利润水平，进而引发两业融合的效率变革。以利润情况（profit）作为效率变革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珠三角和港澳的统计差异，分别选取珠三角9个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总值的比重、港澳两个城市制造业盈利总额占收益总额的比重来衡量。
（2） 动力变革。数字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融合的直接驱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创造动力变革的基础。专利是国内外研究测度区域创新能力广泛使用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区域技术创新的水平，因此，使用R&D专利授权数并取对数来衡量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ln patent），以此作为动力变革的代理变量。
（3）质量变革。数字技术应用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刺激了新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进行质量变革。实际上，数字经济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取决于客户的消费需求，因此，可以用消费需求来反映质量变革这一机制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故以大湾区各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并取对数表示市场需求（ln cons），并以此作为质量变革的代理变量。
如表5所示，数字经济通过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来促进两业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其中，数字经济对市场需求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对利润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利润水平和提升创新能力促进大湾区两业融合的作用尚不明显，主要是以扩大市场需求从而引发质量变革来驱动两业融合。表5列4将数字经济与质量变革的代理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中【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是？表中的Y代表？】，在以两业融合为被解释变量中，均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且Sobel方法检验的结果说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挖掘市场潜在需求，带动消费升级进而促进两业融合，其影响程度为11.59%。综合3条路径来看，只有质量变革这一条路径能对两业融合产生显著影响，侧面说明数字经济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大湾区的科学项目技术难度大、系统复杂性高、周期较长，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尚未能充分激发出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动能。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主要是通过质量变革机制驱动两业融合，而未有足够证据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机制发挥作用，证实了H2的部分内容。
表5  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水平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两业融合水平

	
	profit
	ln patent
	ln cons
	Y【代表什么？注意变量符号的唯一性】

	X
	0.019
(0.02)
	0.023
(0.14)
	0.267***
(2.73)
		0.096*

	(1.73)




	ln cons
	
	
	
		0.046*

	(1.71)




	ln agdp
	3.007***
(5.39)
	0.613***
(2.74)
	1.188***
(8.85)
		−0.006

	(−0.21)




	ln gov
	−1.668**
(−2.28)
	−0.125
(−0.70)
	−0.227**
(−2.13)
		−0.022

	(−0.52)




	ln fiv
	1.728***
(2.70)
	0.278
(1.47)
	0.231**
(2.03)
		0.023

	(0.66)




	ln fdi
	0.460**
(2.24)
	−0.367***
(−7.23)
	−0.055*
(−1.80)
		0.023**

	(1.97)




	_Cons
	−30.658***
(−4.31)
	−2.124
(−0.84)
	−6.565***
(−4.35)
		0.291

	(1.49)




	Sobel检验
	
	
	
	0.094**
（2.44）

	间接效应大小
	
	
	
	11.59%

	Observations/个
	110
	110
	110
	110

	城市数量/个
	11
	11
	11
	11



5.4  稳健性检验
（1）数字经济滞后一期（L.X）。为提高研究的可靠性，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因果双向问题，本文将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从表6可以看出，与之前的结论一致，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仍具有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相比较当期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基准回归过程中，极端值和异常值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进一步对回归样本中被解释变量最高和最低的1%样本进行缩尾和截尾处理。从表6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于两业融合的提升作用在5%的显著水平下依然显著为正，值的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中的相差不大，说明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3）选取工具变量。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进一步缓解因反向因果关系可能致使结果出现偏误，分别将数字经济滞后1期、滞后2期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考虑到数字经济的滞后期与当期是高度相关的关系，所以最终只报告第二阶段的结果。从表6可以看到，数字经济与两业融合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证实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6  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两业融合水平

	
	数字经济
滞后1期
	两业融合
	滞后1期作为
工具变量
	滞后2期作为
工具变量

	
	
	缩尾处理
	截尾处理
	
	

	L.X
		0.144***

	(2.79)



	
	
	
	

	X
	
	0.105**
(2.28)
	0.081**
(2.06)
	0.216***
(2.76)
	0.255**
(2.01)

	ln agdp
	0.005
(0.15)
	0.003
(0.10)
	−0.006
(−0.33)
	−0.015
(−0.40)
	−0.050
(−1.18)

	ln gov
	−0.065
(−1.40)
	−0.027
(−0.63)
	−0.059**
(−2.19)
	−0.071
(−1.48)
	−0.086
(−1.59)

	ln fiv
	0.037
(0.89)
	0.020
(0.54)
	−0.003
(−0.15)
	0.037
(0.87)
	0.009
(0.20)

	ln fdi
	0.036***
(2.83)
	0.022*
(1.84)
	0.014*
(1.77)
	0.047***
(3.12)
	0.058***
(3.11)

	_Cons
		0.336

	(0.73)



	0.343
(0.82)
	0.647***
(2.71)
	0.540
(1.09)
	1.054*
(1.94)

	Observations/个
	99
	110
	102
	99
	88

	城市数量/个
	11
	11
	11
	11
	11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我国“十四五”规划所倡导的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导向，分析数字经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两业融合发展的效应，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从大湾区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两业融合起着促进作用。第二，数字经济推动两业融合存在区域异质性，相比较港澳两地，珠三角地区两业融合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数字经济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两业融合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外围7个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识别和验证了目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引发质量变革机制来提升两业的产品与服务质量，最终驱动两业深度融合，而通过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两种机制驱动大湾区两业融合的作用尚不明显。
6.2 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实施动态化与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大湾区11个城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珠三角与港澳之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促进产业融合。珠三角地区和外围城市可以利用港澳资金优势、广深人才资源共谋数字经济发展，以促进大湾区两业双向融合发展；加快推动珠江口东岸及港澳地区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经验流入西岸城市，提高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扩大知识外溢的空间半径，从而缩小区域间的创新水平差距，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其次，建立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以数字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带动两业融合，发挥出珠三角九市制造业和港澳两地服务业的优势互补效应，鼓励各城市积极融入大湾区产业分工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利用数字化技术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并凭借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的机场、航运服务网络及效率优势，形成功能突出和特色明显的产业链跨区域分布新格局，实现两业有效联动。最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进程。加强数字经济在降本提质增效、激发创新活力和增强市场需求三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注重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驱动两业深度融合的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继续保持数字经济在两业融合质量变革中的优势，以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促进粤港澳三地产业深度创新融合，激发三地两业融合的活力。
6.3 展望与不足
第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及市场竞争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对两业融合产生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第二，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现阶段只能参考部分已有研究成果对变量的指标范围进行界定以展开实证分析，但随着相关指标越来越完善，关于大湾区两业融合指标和数字经济指标的选取、指标衡量如何改进也是后续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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